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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

——兼论公司法国家强制规范的自然规则化

谢鸿飞

〔〔摘要〕〕  私法中国家强制的目的是确保实质化的私人自治。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的正当

性来源复杂，核心是公司独立人格导致少数股东和债权人成为弱势群体，需要驯服因资本多

数决机制等产生的控制权，避免组织失灵，内化公司独立责任的外部性，防免信息不对称，

保护交易安全和适度扩张公司的公共性。新《公司法》既增强了国家强制的密度和力度，又

拓展了私人自治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存在强化和弱化国家强制的两个面向。但新 《公司法》

依然存在国家强制规范辨识度不够、强制不足和强制过度、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国家强制

规范不对称等立法问题。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取决于国家能力和社会情势，加之公司法域的

“向下竞争”，在对各类公司统一立法时，强制规范目前很难形成自然规则，这也决定了公司

法修订频率远高于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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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及其意义

公司法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国家强制与私人自治的博弈史，公司立法与修法的核心问题也是

如何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发展脉络是自19世纪后，国家强制逐渐淡化，私人自治不断强化。

在大规模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公司几乎都被视为准公共机构，在实现私益的同时应推动公益，作为

组织法的公司法多为强行法。在科斯阐释了企业是市场（合同）机制的替代品的洞见之后，20世纪 70
年代起，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市场是约束公司活动的核心机制①，法经济学进一步将公司内部的组织关系

和外部关系还原为合同，将公司视为私人合同关系的集合体②，公司法应促进当事方的私人订约，尽量

减少司法或法律干预，国家强制应让位于“私人定制”③，公司法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谈判框架，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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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讨价还价更有效率。

尽管两个法系公司法的整体都是从强制到自由，但依然存在差异：美国公司法的自治色彩更为浓

厚，欧陆公司法则充斥股东和公司“形成自由”的强制性规范。但所有公司法都必然存在国家强制，美

国公司判例也认可三个重要的强制性规范：股东选举董事的权利、股东出于正当目的的财务查阅权和董

事的忠实义务。①
我国学者也多主张放松对公司法的国家强制，如强调公司法在公司设立、资本制度和治理等方面的

自由主义立场②，建议公司法应尽量为公司自治预留空间，立法者应与公司的制度竞争。③同时，学界

也重视平衡国家强制与私人自治，主张对无法通过合同机制实现的目标应采用国家干预。④本轮《公司

法》修订的亮点之一是“为方便公司设立、退出提供制度保障，为便利公司融资投资、优化治理机制提

供更为丰富的制度性选择”⑤，拓宽自治渠道、手段和方式。但是，诸多条文又强化了国家强制。

对强制性规范，我国学界多沿用英美法学者爱泼斯坦和柴芬斯的观点，但对哪些规范构成强制性规

范，莫衷一是。本文的核心任务是探求国家强制的正当性来源，并用其检视《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规

范。此外，从世界范围看，公司法是修改最为频繁的法律之一，而其核心就是如何对待国家强制，因此

有必要讨论国家强制可否形成普适的自然规则。

本文不用“强制性规范”而采“国家强制”的理由在于，强制性规范兼及公法和私法，前者基于国

家管制，后者为国家强制，两者的主体虽均为国家，但内蕴的法益不同。前者为公益，后者为私益。后

者作为公共强制的理由是为了消除私人强制⑥，推动私人自治的实质化。但公司法与合同法中的国家强

制面临的问题不同，合同法保障的是意思真实自由，被保护的对象参与了合同；公司法很多情形保障的

恰好是没有机会参与的股东或债权人，或者意思被僭越的公司。因我国《公司法》杂糅了公法私法，为

区分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本文使用“国家强制”。

二、公司法中国家强制的正当性及其决定因素

（一）公司法中国家强制的正当性

公司法作为私法当然以自治为基调，国家强制必须经受正当性审查。对公司法的国家强制的正当性

有各种解释，如美国戈登教授提出了五种国家强制正当性假说，其中四种可以证明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

将产生净收益。⑦美国学者多以上市公司为对象，其对正当性的探寻主要集中于章程。一是公司上市时

的章程无法成为投资的准确依据。市场机制不再保证上市公司选择良好的章程条款，即使章程存在交错

董事会等反并购条款也可能不影响股票价格。因此，需要强制性规范来确保公司遵守高效的规则。但即

使按照半强式有效资本市场假说，股票价值也能准确反映公司治理等公司情况，章程有关公司治理特别

是降低代理成本的内容将影响公司价格。⑧二是避免公司上市后公司实控人修改章程。大多数上市公司

都没有控股股东，管理层可能操纵有利于自己的章程修改，强制规范可避免机会主义修改⑨，但它忽视

了章程修改权归股东，夸大了经理层对章程修改的权力。

若上升为全部公司类型的层面，公司法中国家强制最重要的正当性源于公司独立人格这一基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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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路径与公司法规则的正当性》，《法学研究》 2004年第2期。

④  参见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中国法学》 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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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See Jeffrey N.  Gordon， “The Mandator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9， no. 7， 1989， pp. 1554-
1555.

⑧  See Jens Dammann， “The Mandatory Law Puzzle： Redefin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Corporate Law，” Hastings Law Jour⁃
nal， vol. 65， no. 3， 2014， p.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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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受其支配。公司运行过程中必然存在两种固有“弱势群体”——少数股东和债权人，国家强制的正

当性就在于纾解公司独立人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鉴于公司作为组织体或多或少具有公共性，

国家还可以强迫公司适度承担其对抽象社会的义务。两者共同衍生了国家强制的如下正当性。

1.　驯服公司控制权

公司作为独立主体必然有其独立意思，而其意思最终是由公司中的自然人形成和表达，故谁能形成

法律认可的公司的意思，谁就能实质控制公司。公司控制权问题最终体现为股东、董事等无法达成合意

时，谁的意思可以上升为公司的意思。若无强制规范介入，自然人就可能恣意形成公司意思或以个人意

思僭越公司意思。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将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视为公司治理中的典型矛盾，但

若从公司控制权切入，公司中存在股东和经营者、股东与股东之间的两种代理类型，它们都可能导致组

织失灵。

一是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在这种类型中，股东并不亲自管理公司，经营者受公司委托经营公司，即

股权与经营权分离。这多见于规模较大的公司，公司规模越大，代理层级和环节就越多。按公司契约

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市场力量将引导公司作出代理成本最小化的安排，从而将公司价值最大化。就

公众公司而言，虽然产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和控制权市场可提供较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公司内部也可

以通过期权等相容安排形成内部激励，且长期合同本身具有抵御机会主义的效果，但股东和经理层的利

益依然不可能一致，加之无法祛除的酌处权，难免有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国家强制的方案是，以

信托法或代理法为依据，设定经营者的法定信义义务，为其行为设定法律标准。这不仅可以预防机会主

义行为和救济受害股东，也有利于促进投资。①
二是股东与股东之间。即股东亲自经营公司，股权与经营权合一。这多见于规模较小的封闭公司。

这类公司的重要法律特征是股权和控制权合一、缺乏股权交易市场，且全部至少多数股东都集体参与公

司经营管理，甚至藉此为生。②从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原理中可推演出股权平等原则，结合股东作为出

资人对公司享有股权、股东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法律安排，公司的运行基础就必然是资本多数决，这

也意味着公司中通常存在少数股东。在这类公司中，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代理关系，

代理问题体现为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多数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但公司实践中也有小股东控制公司的

情况），致使公司出现股东压制，即实质性挫败少数股东在投资时的合理期望，如在公司任职、分红

等。③故法律可以规定股东均承担信义义务，或者如我国《公司法》一样实施体系化控制：大股东承担

不得滥用控制权的义务（《公司法》第 21条），为事实上董事时，则适用实质董事（《公司法》第 180
条）或影子董事的规定（《公司法》第192条）。

可见，上述两种类型的控制权都很可能出现代理问题。我国大多数公司股权集中，多数股东和少数

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公司中的首要利益冲突④，也决定了我国公司治理中控制权滥用规范的重

点对象是股东。

除了公司治理层面的代理成本，在公司管理（government）层面存在更严重的代理问题。组织可以

作为一种转化机制，将即时市场变成重复市场，实现效率与行政命令的相互转化。在管理层面，公司是

以权力和权威为基础运作的，权力体现为金字塔结构，公司内部按等级制度传达指令和反馈信息，无论

M型公司还是U型公司均如此。这种科层制固然具有高效处理公司的不确定性等优势⑤，但也增加了代

理成本。在管理层面，控制权更应被驯服，毕竟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层之间是以经济利益等功利为基

①  See James D. Cox， “Corporate Law and the Limits of Private Ordering，”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93， no. 2，
2015， p. 281.

②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and Daniel R.  Fischel， “Close Corporations and Agency Cost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38， 
no. 2，1985， p. 273.

③  See Arthur R. Pinto， “Protection of Close Corporation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
parative Law， vol. 62， no. 2， 2014， p. 375.

④  参见李建伟：《公司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81页。

⑤  参见奥利弗·E. 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蔡晓月、孟俭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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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脆弱关系，公司中的权力虽以合意或多数决为基础，但在持续运行中很容易被异化。

2.　内化行为的外部性

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原子般的行为人从事对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通常不会影响第三人。但公司

独立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与公司之间产生资产分割的效力，改变了自然人责任承担的自然规则：自然人

应以自己的全部责任财产对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自然人在组建公司后，公司的行为不能还原为具体的

个人行为，股东作为公司成员，除法人人格否认等例外情形，对公司债务并不承担责任，只是以其认缴

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法》第4条）。

股东的这种有限责任实质上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债权人成为公司法中固有的弱势群

体。固然，股东的有限责任将产生公共利益，如刺激创业活动和商业等，也使公司成为社会、经济、科

技和文化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这些公共福祉是通过有限责任进行补贴的结果，但这一补贴不是由国

家承担的，而是由债权人被迫提供的①，故公司法必然要克服这种外部性，债权人的权利不应限于合同

权利，还应包括通过国家强制规范确定的法定权利。

3.　防免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在没有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相同、投资者经验丰富的理想世界中，通过契约可以妥当保护股东甚

至债权人。②但在现实世界中，与合同相比，公司中的信息不对称情形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公司内部合

同为长期合同，公司管理层缔约时通常享有信息上的优势，导致该内部合同在不透明的过程中履行。虽

然公众公司需要披露一定的财务等信息，但不会充分对外公布信息，非公众公司的财务等信息更为保

密，债权人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往往使债权人难以准确评估公司的风险。经营者

在合同签订之前可能充分运用私有信息，完成逆向选择行为；在合同签订以后，经营者依约享有很大酌

处权，存在将成本转嫁给他人的道德风险。因此，公司法必然要规定股东知情权、质询权等法定权利。

4.　保护交易安全

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对效率的考量也是国家干预的正当理由③，但国家强制往往有损效率，且

基于私法自治理念，单纯的效率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国家干预的理由，否则有过度侵害自由之嫌。如法律

不可能强制所有权人使用其财产，如汽车所有权人长期不使用汽车，这种行为完全在所有权自由的范围

内受法律保护。然而，当某个事项涉及交易安全时，国家强制就有必要。如《公司法》第 86条规定股

权转让以股东名册变更为生效要件，没有采用效率更高的合同成立即转让模式，其理由是这种做法能整

体上促进股权交易的安全，此时效率价值反而是次要的。

5.　推动公司实现公共目的

公司目的理论是公司法的核心理论，它是理解公司本质、利益相关者关系、剩余索取权和受托人职

责的关键。④从公司制度诞生至今，公司的目的事业历经了较大变化。最初，公司被视为实现国家提供

公共产品的最优工具，也能促进私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故公司兼具公和私的双重特征。其后，公司类

型及其数量不断增加，公司逐渐被客体化，被视为股东的财产，公司被锁定在私有财产的框架内，几乎

不受国家控制，其理念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必然使社会财富最大化。最后，在 20世纪早期，随着巨型公

司的兴起和资本逐渐集中，美国一些进步主义者期望在维护 19世纪民主理想的同时规范公司权力。一

些学者提出公司权力是信托权力。⑤公司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机构而非单纯的经济实体。

在我国，公司作为营利法人，依据《民法典》第 76条的界定，其目的事业是在法律框架内追求利

润，并向股东分红。我国主流观念也认为，资本中心和股东本位是公司法一以贯之的精神。⑥然而，

①  See James D.  Cox， “Corporate Law and the Limits of Private Ordering，” p. 280.
②  See Bernard Black and Reinier Kraakman， “A Self⁃Enforcing Model of Corporat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9， no. 8， 

1996， p. 1923.
③  参见布莱恩·R. 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魏旻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④  See Asaf Raz， “A Purpose - Based Theory of Corporate Law，” Villanova Law Review， vol. 65， no. 3， 2020， p. 523.
⑤  See Dalia Tsuk. Mitchell， “The End of Corporate Law，” Wake Forest Law Review， vol. 44， no. 3， 2009， pp. 703-729.
⑥  参见赵旭东：《股东会中心主义抑或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模式的界定、评判与选择》，《法学评论》 2021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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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公司法》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决定了公司可以甚至应当承担营利以外的公共事业。故

有学者建议，公司法并非仅为帮助公司实现良善内部治理事务的示范法，其也应是实现公共政策的有力

工具，至少对一些大型公司如此。①
（二）公司法国家强制的影响因素

公司法中国家强制的密度和深度在不同法系之间有着突出差异，这是因为公司法比民法更受社会土

壤的限制。整体上看，美国代表的是授权式公司法，殊少强制性规范，美国学者称之为“美国例外论”。

公司法对私人秩序的这种承诺，是各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制度条件决定的，如分散的股权结构、高效的

股票市场、熟稔公司法的法院、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高度合作的国家与社会（行政机构等的他律和交易

所的自律）等，尤其是国家和社会的多重控制机制可有效保护投资者。故公司法对公司治理干预较少，

司法通常也不干涉公司内部事务。②从这一比较法结论出发，影响公司法国家强制的因素可归纳为如下

两个层面。

1.　国家层面

传统观点认为，商业公司的蓬勃发展是经济活动增长或对国家权力限制的结果。但正如张泰苏教授

等指出，这种观点忽视了现代国家在公司发展中的作用。现代公司兴起的原因是，陌生人之间复杂且长

期的经济合作成为经济活动主要形式，这种合作是持续的、难以完全预见的互动关系，需要现代国家强

有力的制度支持，包括推动法律形式平等、保障法律执行、促进信息共享等，以解决信任问题，这是私

人契约安排和社区自治无法有效解决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公司能在缺乏国家支持时大规

模发展。相对而言，其他交易领域可以在没有国家支持时发展，但公司却不能。③亦有学者用“新特许

权理论”来总结并解释现代国家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它一方面肯定国家对商业公司的扶持，另一方面要

求公司承担某些法定义务。④国家能力对国家强制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能力。它可以决定国家强制规范的范围和内容。若一国行政服务供给充沛，则为保障交易

安全，可制定有关公示的强制规范，以免相对人因不知情而受损；反之，则国家很难提供公示等服务，

进而可能放弃国家强制。如我国有关对赌约款的效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但在国家提供对赌数额等内

容的公示服务使相对人充分知悉后，完全可以承认其效力。⑤又若行政机关有充足能力发现违法行为，

而无需选择性执法，则可减少对自由干预过大的强制规范。此外，若国家缺乏精通商业的专业执法人

员，为确保精准执法，必然采用形式主义立法，尽可能减少实质主义立法下的酌处权。

二是司法能力。与行政一样，若一国法院对公司纠纷的处理公正高效，则可配置更多任意规范，因

为法院必然还将判断当事人自由的边界；相反，则应主要适用形式主义的强制规范，来缩减法院的酌处

权。以自由公司法著称的美国特拉华州，其诉讼率反而明显高于抽样的其他州，而法院经常面临的难题

是应否介入公司秩序。⑥实际上，若一国的司法能力不强，其公司法很难自由化，毕竟司法无法避免要

基于公序良俗等原则来决断自治的边界。这也意味着国家强制很难从静态角度理解，而应因应社会情势

动态认定。我国诸多公司法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10号“李建军诉

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就涉及对董事会罢免经理的法定职权与股东压制

之间紧张关系的平衡。⑦在公司法中，“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裁判思维，相对更能协调国家强

制与私人自治，也契合“公司永续”价值。

①  参见李欢：《公司法的“公”与“私”——大型平台公司组织规范中的公共性考量》，《财经法学》 2024年第1期。

②  See Jens Dammann， “The Mandatory Law Puzzle： Redefin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Corporate Law，” Hastings Law Jour⁃
nal， vol. 65， no. 3， 2014， p. 445.

③  See Taisu Zhang and John D.  Morley， “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Rise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Yale Law Journal， vol.  
132， no. 7， 2023， p. 1985.

④  See William J.  Moon， “Beyond Profit Motive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122， no. 6， 2024， pp. 1072-1079.
⑤  参见赵旭东：《第三种投资：对赌协议的立法回应与制度创新》，《东方法学》 2022年第4期。

⑥  See Sandra K. Miller， “The Role of the Court in Balancing Contractual Freedom With the Need for Mandatory Constraints on Op⁃
portunistic and Abusive Conduct in the LLC，”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52， no. 5， 2004， pp. 1619-1620.

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2〕 227号。

··102



2.　社会层面

公司行为为组织行为，从组织社会学看，它同时受法律、章程等正式结构和文化等非正式结构约

束。公司法作为社会的中心制度，必然“体现了稳定的、共享的价值观念，成为人际共识和社会判断的

基础”。①社会土壤不同，也决定了国家强制的内容存在差异，以下从经济和文化因素来说明。

在发达经济体中，公司法的功能主要在于使公司对投资者的价值最大化，从而实现对社会的价值最

大化。但在刚摆脱国家严格管制的新兴经济国家，培养公众对公司的信心，将是公司法重要的政治目

标②，这就决定了公司法可能采取对投资人更为友好的政策立场。又如，在社会信用发展到一定程度，

资本信用发展为资产信用时，可将公司资本规则转变为任意性规则。③
公司治理涉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互动，因此，社会交往的实践理性对公司治理尤其是合意的形成将产

生重要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基于儒家宣扬的集权文化、家长制、等级制和“面子文化”等，可取消强

制设立集体董事会的规定④；为适应这种文化观念，公司投票方式如举手表决等似应有国家强制的空间。

三、新《公司法》国家强制的两个面向

（一）新《公司法》强化国家强制的面向

整体上看，《公司法》强化了国家强制，特别是强化了对少数股东和债务人的实体权利救济，两者

的共同目标是遏制控制权滥用。因私法权利义务的对称性，本文以下分类存在交叉，分类的目的主要在

于突出重点。

1.　法定义务（责任）的强化

（1）公司社会责任范围的扩张

《公司法》第 20条要求，公司经营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它首

次区分了公司法定义务与公司社会责任⑤，后者性质应为特殊的强制性义务，甚至还将ESG （环境、社

会和治理问题）纳入了公司社会责任的议题。在比较法上，ESG涵盖的议题尚未确定，尤其是“S”（社

会）范围如何界定，意见并不统一，其中又以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

称DEI）为重点。⑥
（2）股东义务与责任的强化

一是《公司法》第 180条第 3款和第 192条增设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介入公司经营时的义务和

责任规范，其可能被直接视为董事或与受其指示的董事对公司或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并不适用

法人人格否认时的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同时，《公司法》第 265 条将实际控制人的范围扩大到股

东和非股东。

二是强化法定出资义务。①发起人出资期限。《公司法》第 47条限定有限公司的股东必须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五年内履行出资义务，其目的是避免损害债权人利益⑦，同时减少约定出资时间可能存在的因

出资期限不一造成的不公。《公司法》第 98条对股份公司改采发起人实缴制。②股东失权规则。《公司

法》第 52条规定，股东违反约定出资义务时，其可能“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该股权六个月内未

转让或者注销的，其他股东应承担相应的法定出资义务。③有限公司发起人对其他股东出资的连带责

任。《公司法》第 50条增设了发起人未履行现金出资义务时，其他发起人的连带补缴责任，但限于公司

设立时的出资义务。④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依据《公司法》第 54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公司

①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②  See Bernard Black， Reinier Kraakman， “A Self⁃Enforcing Model of Corporat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9， no. 8， 
1996， p. 1913.

③  参见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④  参见蒋大兴：《公司法改革的文化拘束》，《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

⑤  参见王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第34页。

⑥  See Elizabeth Pollman， “Diversity and Reimagining the Internal⁃External Dichotomy，” Vanderbilt Law Review En Banc， 
vol. 75， no. 1， 2022， p. 94.

⑦  参见王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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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一种观点认为，在债权人请求加速到期时，应适

用财产“入库规则”①，但因这种义务的实质是法定义务②，一旦义务条件成就，股东出资义务就已到

期，债权人可基于代位权主张股东直接向其履行（《民法典》第 537条）。⑤抽逃出资和违法减资的股

东责任。《公司法》第 53条第 2款、第 226条明确了股东返还相应出资的效力。⑥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

届出资期限股权的补充责任。《公司法》第 88条第 1款的基础是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补充责任可抑制

出资不足的风险，降低司法成本。③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合称董监高）义务的强化

首先，《公司法》第181条、第183条将对董事、高管的行为禁令扩张适用到监事，其原因在于监事

与董高一样有可能从事竞业经营或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等行为。

其次，明确了董监高信义义务的内涵。《公司法》第 180条明确了董监高对公司承担法定的忠实义

务和勤勉义务，要求“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在解释上，

信义义务源于董监高的身份而非其与公司之间的合同，它是法定义务而并非约定义务，要求董监高服务

于公司的最大利益，而不只是履行某些具体义务。忠诚义务要求避免利益冲突，是最低程度的忠诚；勤

勉义务要求最高程度的忠诚，义务人应承担积极、全身心促进公司利益的责任，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义务。

最后，细化了勤勉义务的部分具体类型。①公司资本方面。《公司法》第 51条增设董事核查和催缴

股东出资的法定义务，其对象包括出资加速到期等法定出资义务④；第 53条第 2款新增抽逃出资时，负

有责任的董监高对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 211条和第 226条分别规定在违法分配利润和违法

减资情形，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对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②公司清算方面。《公司法》第 232 条以

《民法典》第70条第2款为基础，不再区分公司类型，一概规定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

2.　增设股东的法定权利

对少数股东的救济除了事先通过程序机制驯服控制权之外，还包括通过实体法规定股东的具体权

利。这些权利很大程度上已不再作为股权的权能，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权利。《公司法》增设的主

要法定权利包括：

一是共益类权利。①股份公司临时股东会议召开权和提案权。《公司法》第114条第 3款新增股份公

司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时，董事会、监事会有作出决定并书面答复股东的义务；第 115条规

定，将临时提案股东的持股比例下调到 1%，并明文禁止提高该比例。②类别股股东权利的特别保护。

《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发行类别股的公司，作出可能影响类别股股东权利的决议，应经出席类别股

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二是股东查阅权。对有限公司，《公司法》第 57条将查阅权的客体扩充到会计凭证，厘定了司法实

践积年的纷争；同时规定了股东有权要求查阅、复制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可称为“穿越查阅权”。

对股份公司，新增第 110条规定，连续 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享有和

有限公司股东相同的查阅权。

三是自益类权利。① 《公司法》第 224条第 3款新增等比例减资规则，确保股东减资权实质平等；

同时，第 212条要求董事会在股东会分红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分配。②请求回购权。封闭公司

的特征决定了其内部很容易出现股东压迫现象，即股东滥用控制权，排挤、压制其他股东⑤，故美国法

为这类公司的控股股东设定了法定信义义务。我国《公司法》第 89条第 2款、第 161条新增两类公司的

股东请求回购的权利。回购权主要适用于有限公司和股份缺乏流通性的公司，控股股东应承担禁止其排

挤少数股东的义务。⑥少数股东在被压制时，有权通过退出公司的方式获得救济。

①  参见彭冰：《新〈公司法〉中的股东出资义务》，《中国应用法学》 2024年第3期。

②  参见钱玉林：《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法学研究》 2020年第6期。

③  参见林一英：《未缴纳出资股权转让的责任规则构建》，《环球法律评论》 2024年第1期。

④  参见王毓莹：《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现代法学》 2024年第6期。

⑤  See John H. Matheson and R.  Kevin Maler， “A Simple Statutory Solution to Minority Oppression in the Closely Held Busines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91， no. 3， 2007， pp. 659-660.

⑥  参见郑佳宁、王凌杰：《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适用》，《经贸法律评论》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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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诉讼类权利。这类法定权利主要解决股东原告资格问题。① 《公司法》第 25条决议不成立。

②双层代表诉讼。《公司法》第189条第4款新增双层代表诉讼，以解决实践中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

式规避股东代表诉讼的问题。①
3.　扩张债权人法定权利

《公司法》修订增设了股东的义务和责任类型，主要体现为：

一是增设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类型。为强化债权人保护，《公司法》第 23条第 2款在总

结我国指导性案例的基础上，新增横向刺破公司面纱制度，规定两个以上公司的同一控制人，滥用公司

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可请求任一公司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是增设董事、高管对第三人责任。《公司法》第 191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致他人损害时，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外，第 232条规定董事违反清算义务，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

任。这些规范的目的是促使董高履行勤勉义务，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②在第三人直接遭受损害时，这

种责任性质为违反保护性法律法规而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③；在间接受损时，责任基础为公司法的信义

义务在董事与第三人之间的延伸。④
4.　意思形成的程序控制

对公司意思的形成进行程序控制是公司法驯服控制权的重要内容。《公司法》对某些交易规定了特

别程序，其性质是对公司特定交易意思形成的强行法，违反这些规范形成的意思，应视为并非公司意

思，而是自然人的意思。《公司法》新增了这类规定，如其第 163条禁止股份公司资助他人取得本公司

或其母公司的股权，以防免抽逃出资和管理层侵犯少数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市场操纵股票价格

等。⑤此外，第 182条和第 183条也基于自然正义和信托义务原理，规定了在关联交易和谋取公司商业

机会的情形下，公司如何形成其意思。

（二）新《公司法》弱化国家强制的面向

新《公司法》在上述领域强化国家强制的同时，又在另一些领域弱化了国家强制，集中表现为股东

自治和公司自治，重点内容如下。

1.　增设公司类型

私法组织法采法人类型法定原则，《公司法》虽维持了公司类型，但通过其第 112条等规定实质上

增设了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类型，也拓展了自然人的结社权。

2.　扩充章程自治的空间

《公司法》弱化国家强制最突出的领域是公司治理，这主要表现为：①《公司法》第 69条、第 121
条规定了公司可选择设立监事会或在董事会下设行使监事会职权的审计委员会，正式引入了执行与监督

功能的单层制，这种模式下，监事转化为独立董事等，不仅可更为全面和精准地掌握公司的相关信息，

且因其能在董事会决议时投票，可更有效监督执行事务的董事。②有限公司可不设监事。依据《公司

法》第 83条，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公司，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不设监事。③法定代

表人选任范围扩张，《公司法》第 10条将其扩张至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④新增电子形式召开

股东会和表决。《公司法》第 24条许可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召开股东会和进行表决，但公司章程可排除这

一规则。⑤经理职权的任意化。《公司法》第 74条不再列举经理的法定职权，其目的是提高公司治理的

灵活性，降低治理成本。⑥⑥许可股份公司发行类别股。类别股和类别权是平衡股东利益的工具⑦，其

现实基础是股东的出资动机、对公司目的事业的愿景、在公司中的利益等都可能存在差异，为满足异质

①  参见刘斌编著：《新公司法注释全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第678页。

②  参见王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第274页。

③  参见刘道远：《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与规范解释》，《比较法研究》2024年第2期。

④  参见郭富青：《我国公司法设置董事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三重思考》，《法律科学》 2024年第 1期；岳万兵：《董事

对第三人责任的公司法进路》，《环球法律评论》 2023年第1期。

⑤  参见王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第231页。

⑥  参见林一英：《〈公司法〉第二次修订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未来展望》，《法学家》2024年第4期。

⑦  参见葛伟军：《论类别股和类别权：基于平衡股东利益的角度》，《证券法苑》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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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股东的多元需求，在《公司法》颁行之前，学界就主张合理引入双层股权①，在实务中也有诸多探

索，《公司法》第144条—146条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

3.　强化公司资本制度的可选择性

①扩大财产的出资能力。《公司法》第 48条认可股权和债权的出资能力，回应了股东以多种形态的

财产出资的需求。②引入股份公司授权资本制。《公司法》在强制要求股份公司采实缴制的同时，其第

152条、153条又引入了受限的授权资本制，它与类别股结合，可满足投资者的多元需求，开启新型资

本交易通道。②③增加股份的表征方式。《公司法》第 142条许可股份公司择一发行面额股或者无面额

股，既可简化单一面额股下公司经营不善时引入投资时因面额股不能折价发行而设计的复杂交易结构，

也裨益公司股份的拆分与合并。④承认形式减资。《公司法》第 225条规定公司通过减少注册资本弥补

亏损时，可采更为简便的程序。

4.　扩大股权（股份）转让的自由度

对有限公司，原《公司法》强调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设计了“同意权+优先购买权”的双重架构，

但实际操作中，同意权只是徒增股权转让程序的复杂性。③《公司法》第 84条废除了同意权，以促进股

权自由和高效流转。对股份公司，《公司法》第 157条许可其通过章程限制股份转让，尊重非公众股份

公司的自治权，同时取消了对发起人转让股份的时间限制。

5.　方便公司退出市场

《公司法》第 240条增设简易注销程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公司法》引起的公司“设立易，退

出难”的痼疾。

此外，在公司财务制度方面，《公司法》第 210条许可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既区分了管理会计

与法律的不同功能，也为亏损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

四、寻求公司法国家强制的自然规则

（一）新《公司法》国家强制规范的缺失

整体上，《公司法》以回应我国公司制度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很好地调适了国家强制与私人自治

之间的冲突，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可能依然存在如下缺失。

1.　国家强制规范识别不易

通过规范中的“应当”“不得”“可以”等道义情态词，通常可以判断规范有无强制性，但这种方法

在私法领域的适用意义有限，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公司治理规范。原《公司法》没有明确有关股东会、董

事会职权的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范，引发了持续的热议。本轮公司法修订之前，有学者就建议明确规定

公司机关的职权规范是否为强行法，公司立法“不应再漠视闪避和忽略模糊”。④遗憾的是，新《公司

法》对此依然未予明确。《公司法》第 59条列举了八项股东会职权，同时兜底条款规定“章程规定的其

他职权”；第 67条列举了董事会九项职权，兜底条款规定“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因

它们均规定了“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有别于“章程另有规定除外”的授权性规范表述，按文义解释，

“其他职权”只能是该两条列举的职权之外增设的职权。据此，章程不能将股东会的职权概括性授予董

事会，也不能把董事会的职权上提至股东会。这种一刀切的解释显然过分约束了公司自治。

相对而言，《民法典》第 80条和第 81条采取了更折中也更合理的路径。前者仅规定了营利法人权

力机构修改法人章程、选罢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成员的两项职权，后者规定了三项执行机构的职权。

它将《公司法》列举的其他职权都归于可由章程规定的职权。⑤其出发点是仅规定专属于两个机构的

职权，章程则可对其他职权如分红决定权进行调整，这就更好地调适了组织法中的国家强制和私人

①  参见冯果：《股东异质化视角下的双层股权结构》，《政法论坛》 2016年第4期。

②  参见傅穹：《授权资本制的中国运行机理》，《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4年，

第377页。

④  赵旭东：《公司组织机构职权规范的制度安排与立法设计》，《政法论坛》 2022年第4期。

⑤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200、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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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

另一个例子是，《公司法》第 210条规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可以约定、股份公司章程可以规定不

按照实缴出资比例或股份比例分配利润。但第 236条对公司剩余财产，只是规定按照出资或股份比例分

配，却没有设置但书，维持了原有规定。在实践中，利润分配优先权和剩余财产分配优先权在专业投资

合同中多同时出现，但《公司法》对利润和剩余财产的区分立法，容易产生对剩余财产不能约定优先权

的错误解释结论。

2.　国家强制过度

《公司法》虽淡化了国家强制色彩，但依然未给自治留下足够空间，存在国家过度介入自治领域的

现象。

在公司治理方面，以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公司治理的“中心主义”。在修法过程中，对公司治理

应否明确董事会中心主义，存在激烈争议。《公司法》最终的选择是强化董事会职权，但并没有明确董

事会中心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权力分配和行使往往取决于公司类型。如上市公司因行政监管和

交易所规则的约束，多呈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权力运行结构，甚至还可能是经理人中心主义；而在小规模

公司中，全体股东可能都亲自经营公司，公司难以摆脱股东会中心主义的运行模式。因此，公司治理采

取何种“主义”应交由公司自决。①二是小规模公司的治理自决权。本轮《公司法》修订虽然关注了小

规模公司，并赋予其更多自决权，但力度依然不够。从组织社会学上看，小规模组织圆满实现其目的事

业的前提往往是，成员共享相同的思维或者观念，相互信赖和信任，其成员关系与合伙并没有根本差

异。在封闭公司中，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职权并不存在明显区隔，尤其是对仅设置执行董事，且执行董事

又兼任董事的小公司，立法没有必要强求其设置董事会或执行董事②，但《公司法》仅许可小型有限公

司可不设监事会，未规定可以不设执行董事，形成了经营权的双阶构造，显然背离了公司治理的现实。

此外，《公司法》第 62条要求有限公司召开定期会议，但在赋予股东临时股东会议召集权后，似乎无须

强求公司召开年度股东会议。③
在公司资本方面亦可以两例来说明。一是法定出资义务的强度。《公司法》规定的加速到期等规则，

已很大程度遏制股东虚假出资，似无必要再限制有限公司最长的五年认缴期限；对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

亦采实缴制，严格区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其正当性基础也非常薄弱。二是类别股的种类。《公司法》

许可股份公司发行类别股，但对类别股采法定主义立场，相对保守。在实践中，无论何种公司中都可能

存在附回购权或附回赎权的股份、附一票否决权的黄金股、附人事提名的股份等，法定主义不仅将抹杀

公司治理的多元需求，而且动摇投资热情，故应摈弃类别股法定主义④，即使坚持法定主义，似也应增

设更多类型。

3.　国家强制不足

《公司法》在一些领域又存在国家强制不足的问题，以下以问题较为突出的例子予以说明。

一是经理职务代理权。《公司法》不再列举经理职权，但在公司治理实践尤其是公司对外交往中，

经营者的作用至关重要，无论其被称为执行董事还是经理都如此。故有学者建议我国公司法应尊重现

实，采“经理人中心主义”。⑤经理在公司内部的职权由公司自决不会产生外部性，但公司经理对外的

缔约权则关涉交易安全。在我国严格区分代表与代理的法律背景下，若不规定经理的缔约权，完全依赖

《民法典》第170条有关职务代理的规定，无法确保裁判统一。

二是关于交叉持股。《公司法》第 141条仅禁止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未对交

叉持股作其他限制。在股权结构设计实践中，交叉持股可放大控制权、增强企业利润关联性⑥，也将导

致虚增注册资本，还可能使关联方管理层相互勾结损害少数股东的利益，公司法有必要予以规范，尤其

①  参见刘俊海：《基于公司理性自治的公司法规范重塑》，《法学评论》 2021年第5期。

②  参见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③  参见罗培新：《新〈公司法〉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政法论坛》2024年第6期。

④  参见王丹：《〈公司法〉修订背景下有限责任公司适用类别股的实践路径与理论证成》，《财经法学》 2023年第4期。

⑤  参见蒋大兴：《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再造——基于“夹层代理”及现实主义的逻辑》，《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

⑥  参见马洪坤、曾辰航、李仲飞：《交叉持股、企业竞争与双向进入遏制》，《管理评论》 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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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限制其表决权。

三是双重代表诉讼。《公司法》第 189条限于起诉全资子公司的董监高，在实务中很容易被规避，

故应当将其适度扩张至绝对控股及部分相对控股子公司。①超越查阅权亦应作类似扩张。

四是类别股。《公司法》关于类别股的规定也存在强制不足的问题。从域外实践看，双层股权等表

决优先股具有相当明显的放大控制权的效果，为平衡各方利益，应辅之以优先股设置的最低持股比例、

日落条款等规定。此外，禁止或至少限制发行无表决权的股份也很有必要。②
五是关于特殊并购。《公司法》第219条规定了简易并购。其第 1款就特定母子公司的合并，规定无

需经子公司的股东会同意，但依然保留了少数股东请求回购的权利，与第 89条一致，既提升了合并效

率，也可有效防范通过三角并购规避回购权。但该条第 2款规定小规模合并无需经投资方股东会同意，

理由是合并“价款不算巨大，由董事会决议能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③，然而合并的风险主要并非源于

合并价款的大小，而是被合并方的“毒资产”和或然负债。这种章程“选出”式立场值得商榷。

4.　公司类型产生的不平衡

《公司法》维持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分类，但对性质同为封闭公司的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国

家强制规范存在不匹配现象，举以下三例来作说明。

一是公司治理。《公司法》对两类公司的治理，有些规范一视同仁，如规定均有权选择监事会或审

计委员会，有些规范又严格区分两者，如许可部分有限公司不设监事会，但对股份公司却没有相应的

规定。

二是股东请求回购的权利。考虑到股东人数较少的非公众公司也“更强调公司的人合性”④，故

《公司法》第 161条增设股东特定情形的回购权，却未规制股东压迫。而这种公司既然存在人合性，当

然也存在股东压迫，这一区分显然存在体系违反问题。

三是禁止财务资助。《公司法》第 163条适用包括非公众股份公司，而有限公司欠缺相应规则，解

释上应由公司自治。⑤但考虑到两种公司的财务资助都可能导致公司资产因变相分配而不当减少，这种

区分同样有悖立法的融贯性。

（二）公司法国家强制规范自然规则化的障碍

前述分析表明，《公司法》修订前后的国家强制规范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比较法的立法经验也

表明，国家强制涉及的事项及强制程度是公司法立法的重点。鉴于公司法修改频仍的现实，值得讨论的

是，公司法可否形成国家强制的自然规范？

与民法相比，公司法形成国家强制的自然规范难度要大很多。其原因除前文所述的公司法国家强制

复杂的正当性基础和决定因素以外，还涉及如下两个重要障碍。

1.　公司类型

公司类型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如何对公司进行类型化立法，一直是立法难点。不同公

司的治理结构和对社会公众影响的程度不一，其规范设计也不可能相同。公众公司不仅涉及投资人权

益，且因其实力强大对整个社会甚至国家都有一定影响，前置的国家强制和管制殊有必要；封闭公司尤

其是有限公司，作为大多数人创业的首选，其最有吸引力的法律特征恰好是既可以像合伙那样通过合同

安排公司治理结构，又可以享受股东有限责任特权，甚至一些立法还规定可以适用合伙企业的税收制

度。美国特拉华州的有限公司法就是因为其赋予合同自由以最大效力而引人注目。⑥对这种公司，法律

更注重的是通过强制规范事后救济股东，如赋予请求回购的法定权利。

①  参见刘斌、梁樱子：《新〈公司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的展开》，《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4年第3期。

②  Lucian A.  Bebchuk and Kobi Kastiel， “The Perils of Small - Minority Controllers，”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107， 
no. 6， 2019， pp. 1503-1507.

③  参见王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第311页。

④  参见王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第219页。

⑤  参见刘斌编著：《新公司法注释全书》，第591页。

⑥  See Sandra K. Miller， “The Role of the Court in Balancing Contractual Freedom with the Need for Mandatory Constraints on Op⁃
portunistic and Abusive Conduct in the LLC，” p.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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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法国家强制的正当性事由囊括了民法不同法域的事由，如克服私人强制、信息不对称、

外部性和保障交易安全等，若要对不同类型的公司统一立法，提取强制规范公因式的难度可想而知。

2.　法域恶性竞争

在合同法域，全球范围内较易形成自然规范，而公司法域则很难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家

和地区通常无法抢夺合同缔结地，但可以通过公司法的竞争来吸引域外资本投资。

在联邦制国家，各联邦主体的公司法存在明显竞争。如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向来以灵活的公司治理

结构、对管理层友好而闻名，吸引了大量投资人，其他州也竞相修改公司法以吸引投资人。①但悖谬的

是，各州公司法的竞争并没有出现契约论范式假定并促使最优公司法的诞生。这是因为存在两种公司法

竞争模式：一是“向上竞争”（race⁃to⁃the⁃top），即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如减少公司注册和运营成本、采用

灵活高效的治理规则等提升竞争力；二是“向下竞争”（race⁃to⁃the⁃bottom），即竞相降低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信义义务等的责任，以放任主义来吸引投资。这种竞争恶化了公司法生态。②甚至有学者建议，

若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侵权债务时，公司注册地州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后各州再依法向股东或其他

相关方追偿。③在联邦制国家内部尚如此，国际上公司法竞争造成的统一难度更可想而知。

五、结束语

公司法修订的一个永恒主题是协调国家强制与私人自治两种价值。从极端上说，若公司法的规范全

部为强制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都可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在前者，法院裁判将完全适

用公司法，无视私人自治；在后者，法院将以公司章程、股东协议等私人安排为裁决依据，两者均能最

大限度满足行为人的预期。但是，前者将抹杀股东和公司的个性，未免削足适履；后者可能导致股东和

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充分救济，而不敢投资或放弃交易。因此，公司法虽必须以私法自治为基础，但也需

不断调适国家强制的宽度和深度。

1962年，曼宁教授宣布“公司法作为一个智识领域，在美国已经死亡。”④从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

公司法的国家强制的正当性基础远比民法复杂，且深受时空情境影响。正如钱德勒所指出的那样，美国

企业的根本变革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对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深刻的市场和技术改变所作出

的一种反应”。⑤在信息化年代，去中心化技术的兴起也对公司治理可能产生重要影响。⑥这两个事实表

明，每一代人都有其特殊的公司法议题，我们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周中举）

①  See Roberta Romano， “The Genius of American Corporate Law，”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93， pp. 132.
②  See Roberta Romano， “The Genius of American Corporate Law，” pp. 132.
③  See Andrew Verstein， “Incorporating Responsibility，”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vol. 41，no. 4， 2024， p.  738.
④  Bayless Manning， “The Shareholder's Appraisal Remedy：An Essay for Frank Coker，” Yale Law Journal， vol. 72， no. 2， 1962， 

pp. 223-245.
⑤  参见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635页。

⑥  参见赵炳昊：《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对公司治理的赋能与创新》，《东方法学》 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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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rives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Huang Jing, Han Songyan and Zhou Ru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20th CPC Committee emphasize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basic public services, addressing the most pressing and immediate concerns of the 

people.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of inclusive, essential, and safety-net public services, a critical theoreti‐

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 lies in how to meet personalized and differentiated demands while enhancing public 

satisfac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ffers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in this regar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smart eldercare services in Neighborhood F, Wenzhou City,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achieving person‐

alized public services constitutes a demand-driven closed-loop mechanism. By integrating accurate identifica‐

tion of personalized service demands, data interoperability of fragmented demand facts, algorithmic allocation 

of scarce public resources, computational integration of diverse supply entities, and AI-augmented decision-

making in complex scenarios, Collectively, this framework operationalize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ublic ser‐

vice personalization..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s; Personalization; Digital Intelligent Driven

State Mandatory Provisions in the New “Company Law”: 
A Concurrent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Regularization of 

State-Mandated Norms in “Company Law”

Xie Hongfei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state-mandatory norms in private law lies in safeguarding substantive private 

autonomy. The legitimacy of state-mandatory norms in the company law stems from multifaceted sources, with 

its core rationale rooted in addressing the vulnerabilitie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caused by the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ality of corporations. This necessitates taming control rights arising from mechanisms 

such as the capital majority rule, preventing organizational failure, internalizing the externalities of corporate 

independent liability, mitig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tecting transactional security, and appropriately ex‐

panding the public nature of corporations. While the new “Company Law” intensifies the density and rigor of 

state coercion, it simultaneously broadens the depth and scope of private autonomy, thereby manifesting dual 

dimensions of both strengthening and weakening state intervention. Nevertheless, legislative issues persist in 

the new “Company Law”, including insufficient clarity in identifying mandatory norms, imbalances between 

over-regulation and under-regulation, and asymmetrical application of state-mandated norms betwee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and joint-stock companies. The extent of state mandatory provisions in the company law is 

contingent upon state capacity and societal conditions. Coupled with the “race to the bottom” in 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over the company law frameworks, it remains challenging to naturalize mandatory norms into or‐

ganic rules under a unified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diverse corporate entities. This inherent complexity ex‐

plains why amendments to the company law occur far more frequently than those to civil law.

Key Words: Mandatory Norms; 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

rate Capital; Organizational Failure


